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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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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增加。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和与国际专家的研讨，分别从海洋资源开发、海岸带城市化和环境变化等几个方面概述了陆源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目前陆源人类活动导致近海生态系统出现的主要问题有：海洋生物资源过度捕捞、海岸带富营养化、海洋酸化、珊瑚礁退化、海洋垃圾、以及海岸带矿产开采等高强度开发活动引发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影响水质、降低海洋生物多样性，最终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威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这些问题的根源多来自陆地，必须将海洋和陆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整合海陆系统相互作用的科学计划，推进海洋资源和近海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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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land-based human activities on coastal and offshore marine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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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coast, the impacts of land-based human activities on coastal and offshore marine ecosystem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impacts through literature synthesis and discussions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ts, which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coastal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Over exploitation of marine biotic resources, coastal eutrophication, ocean acidification, coral reef degradation, marine litter, and increasing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due to intensive coastal industrialization have become the major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ecosystems. With changes in marine b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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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tructure, deteriorating water quality, and declining marine biodiversity, those chanllenges and problems 
will change the functioning of marin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us threaten the health of the marine ecosystem. Since the major issues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cosystems stem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land and oce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ingle system when addressing them. Therefore, scientific plans on land–ocean interactions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conserve and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coastal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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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和海岸带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关键地区，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过程在这里相互关联，生态环境非常敏感和脆弱。这里也是人类聚居和海洋资源利用的重点地区，聚集了大约60%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大中型城市。海岸带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近海生态系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陆源工业、农业、采矿业、滩涂池塘养殖等人类活动导致了近海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富营养化、海水酸化和珊瑚礁退化等问题，从而改变了海水质量、海洋生物群落结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并最终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健康[1]。
1海洋资源开发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洋资源通常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生物资源包括植物(藻类、种子植物、苔藓)、动物(鱼类、软体动物、贝壳类、哺乳类)、微生物、淡水及其溶解物；非生物资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砂矿、甲烷水合物、锰结核、镁和磷。按海洋资源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划分，海洋资源还包括海洋潮汐能、海洋波浪能、沿海风能、海流能、海水温差能、海水盐度差能，还有诸如运输、休闲(海滩、港口)和旅游等不可提取类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主要影响包括过度捕捞引起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油气开采引起的石油泄漏污染、采矿引起的重金属污染、以及由海洋航运带来的危险物质污染等[2]。
1.1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洋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全球海洋物种总数约220万种，其中约91%的海洋物种还有待识别和明晰[3]。根据估算，全球海洋每年的净初级生产力（NPP）为44~67GtC，大约占全球NPP的一半，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预测在最极端情况下，21世纪海洋NPP会比之前下降15%左右[4]。受海洋NPP下降的影响，未来全球海洋渔业产量会受到限制[5]。据统计，1950~1970年，全球渔业捕捞产量较为稳定，1970年之后，全球渔业捕捞产量迅猛增长。世界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9.9千克增长到2012年的19.2千克。海洋渔业在全球渔业总产量中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2年，海洋捕捞占世界总水产的82%以上[6]。
过度捕捞已导致关键种减少，触发营养级联效应，使被捕食者体型变小，从而带来捕获量和经济效益的损失[7]。据世界银行2009年估算，全球渔业资源因每年过度捕捞造成的损失达500亿美元[8]。在多产的河口和沼泽地区，人类每日消耗贝壳类海产品，产生了大量的贝壳和其他垃圾，形成“贝壳岛”，从而改变了近海生态系统[9]。
为了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水产养殖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65万吨增长到了6700万吨(FAO, 2014)，同时期海洋总的捕获量从1000吨增长到了8000吨。随着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行业从1970年起以平均每年8.8%的速率扩张，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其他肉类生产行业。人类消费的一半鱼类来自水产养殖，未来这个比例还会增加。水产养殖向环境中释放营养物、未消化的饲料、兽药和杀菌剂，还会增加疾病和寄生虫的风险。养殖的鱼类和贝壳类进入周围的水体会引发遗传退化和引入入侵种，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水产养殖中鱼类作为饲料使用，管理不善还会给野生鱼类和海洋环境带来额外压力，其他影响还包括化学物和药物带来的海水污染、饲料和废弃物中营养物释放导致的富营养化、耕地和淡水供给的盐碱化[10]。

1.2海洋非生物资源开发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陆是矿物材料的唯一来源，但由于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人类对于矿物及其衍生金属的需求越来越大，深海采矿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来源。深海拥有几千米厚的铜、镍、钴锰核；含钴、镍、铂族金属和稀土元素的锰结壳；富含铜、锌、铅、银和金的海底热液硫化物和沉积硫化物；以及近期发现的在深海泥里的稀土元素和钇[11]。热液底部通风口存在的多金属锰结核、钴结壳和硫化铜沉积物已经被很好地探明，但深海采矿业还处于初始阶段，到目前为止只有油气被大量开采。海底石油钻井技术已在20世纪初期得到应用，但工业矿物的海底开采还处于早期阶段[12]，未来对深海矿物资源的开采会持续增加。
海洋近岸和深海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矿产资源。从全球来看，天然气水合沉积物约有97%分布于近海，目前已发现了230种天然气水合沉积物，潜在天然气储量超过了1.50 × 1016 m3[13]；铁锰结核的分布密度从1.00 kg/m2到50.00kg/m2不等，主要分布于太平洋，即著名的克利珀顿区；深海含金属沉积物主要分布于南纬5°~45°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只有少量分布；磷块岩在大陆边缘、海底山脉尤其是太平洋中部分布较集中[14]。我国近海海洋能理论蕴藏量大致为6.30亿KW，其中可开发的再生海洋能源约为4.40亿KW。同时，可开发的全部海域风能大约为7.50亿KW，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中国海洋能源的利用形式主要有风能发电、潮汐发电等，当前已运行沿海风能的总发电能力为41.59万KW，大型潮汐发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6070KW [15]。

沿海采矿业迅猛发展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海岸带砂金矿开采会导致沿岸生境退化和河流分布的变化[16]，还会导致生物生产力降低、影响商业捕鱼和贝类采集、影响水质，也给海岸带的旅游和休闲活动带来负面作用[17]。近海海域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排海污水、废弃物数量持续上升，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其后果便是海洋生物的数量与质量显著下降，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2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双重作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岸带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与化石燃料燃烧、农业、采矿业等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和气候变化一起，对近海生态系统和海洋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41%的海洋生态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8]。人类工农业活动和城市发展带来的主要问题有：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富营养化、塑料垃圾等，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也出现了海洋酸化、珊瑚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2.1重金属污染

随着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重金属通过河流和地下水排放、海洋倾废，持续进入河口和海岸带生态系统[19, 20]，经过悬浮物的吸附和沉降作用，海洋沉积物成为接收重金属的汇[21-23]。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沉积物环境质量基准（SQG）的临界效应水平（TEL），Cu和Pb是污染最重的两种金属，监测值范围分别为5.60-167.50mg/kg和10.49-122.00mg/kg，污染最严重的地点分别位于非洲摩洛哥Moulay Bousselham湖和德国不莱梅湾。其他几种重金属Ni、Cd、As、Hg的监测值范围分别为17-85.1mg/kg、0.11-10.04mg/kg、0.3-22.2mg/kg、0.02-22.07mg/kg，污染最严重的地点分别位于爱琴海东部沿海、西班牙美诺沿海、土耳其伊兹米特湾和挪威孔斯峡湾，污染程度与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24-37]。
我国山东半岛和辽东湾重金属含量较高，山东半岛Ni、Cr、Zn浓度较高，辽东湾Hg、As、Pb、Zn浓度较高；海南岛周围和长江三角洲整体上污染较轻[22, 33, 36, 38-41]。从2011~2012年Hg在我国沿海沉积物中的分布趋势看，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在珠海周围，且从近海向外大陆架呈现递减趋势。以陆地为基础的排放以及来自河流的输入是我国海岸带沉积物Hg污染的主要源[42]。
一般来说，海岸带矿石开采、油漆制造业、钢铁制造业以及金属产业是重金属几大污染源。例如，矿石尤其是酸性矿、焦炭可造成Cu、Zn、Hg、Cd的污染；油漆产业可造成多种重金属如Cu、Zn、Cr、Hg、As的污染；金属产业主要引起Pb、As的污染；石油燃烧主要造成Ni、Cr的污染；钢铁工业和家庭废水的排放可造成Cu、Zn的污染；水泥生产以及海岸带造船业可造成Pb的污染；Hg污染的其他来源还包括废料煅烧、造纸业、杀虫剂污染及火山喷发等[29, 37, 43, 44]。
重金属通过生物化学过程在沉积物相和水层之间循环，通过对沉积物的污染影响水质和水生物体对金属元素的吸收、累积，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45]。Cu、Pb、As能对马尾藻亚显微结构发生致畸作用，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风险[46]。Cd、Cr、Pb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会影响幼年扇贝的成长，Cd的影响效果最强，其次是Pb，这种效应进而会影响到食物链甚至生态系统[47]。重金属Co、Cu、Ni、V会降低海洋底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48]。

2.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

随着人类发明和使用的有机物种类越来越多，海洋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种类也日益增加，这其中既包括传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有机氯农药(OCPs)、多氯联苯(PCBs)、多环芳烃(PAHs)等，也包括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全氟化合物(PFASs)、多溴联苯醚(PBDEs)、六溴环十二烷(HBCD)、得克隆(DP)等，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如药物、激素等[49-51]。

由于具有长距离迁移的能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能够随大气和洋流传输到全球。通过对海水和沉积物等环境介质和生物体的全球监测，发现北美和欧洲海岸带的污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亚洲东部海岸处于比较低的污染水平，而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海岸则鲜有报道[52-54]。造成这种全球分布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生产和使用这些物质的历史比其他地区早数十年，并且也是生产和消费这些物质的主要国家，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积累时间更长，因此浓度要高于其他地区。

通过对海岸带海水和沉积物中多种污染物的空间格局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沿海工业排放和生活排放被认为是污染物最主要的来源，PFASs、PBDEs、PCBs等污染物的高浓度都出现在人口密集且城市化、工业化发达的区域。污染物浓度水平在有局地点源排放的位置浓度最高，随着距离增加被进一步扩散和稀释，并且受到洋流的显著影响[49, 55, 56]。没有点源排放的偏远海岸带地区，污染物的浓度水平明显低于有点源排放的区域。

海洋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浓度升高，一方面会威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另一方面会通过食物链进入海产品而影响人类健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对生物类群中污染物水平和生理指标的监测和统计分析。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内分泌干扰的特性，能够干扰动物的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糖皮质激素等，继而影响动物的行为和生存。在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北极圈，持久性卤代污染物被认为与海鸥、北极熊、鱼类的激素、繁殖、免疫、酶活性、维生素等生理指标有一定联系，这些干扰可能影响动物对极地环境的适应性[57]。
2.3富营养化

海岸带地区的营养物污染主要来自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和水体的复杂交互作用。从20世纪70到90年代，全球尺度上陆地输入海洋的氮、磷已经翻了三倍，对海岸带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系统健康都产生了影响[58]。进入海洋的营养盐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两种形式，点源污染主要来自污水排水口和工厂排放物，非点源污染主要来自农业集水区的地表径流或地下水径流流出、或者被污染的含水层。

人类向海岸带输入营养物会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发生藻华，出现生物资源大量死亡、病原体突现和入侵物种的爆炸性增长[59]。养分负荷会带来各种影响，如高含量的叶绿素a、海藻迅速生长、毒性藻华、生物丰富度/多样性降低、水体透明度降低，晚期出现大量细菌、浮渣、真菌、低氧最终导致缺氧。富营养化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包括过敏等皮肤疾病以及带来更严重的健康威胁[60]。

富营养化驱动下生长的藻类大量死亡后，为底栖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提升了微生物活性和对溶解氧的消耗，从而造成底层海水溶解氧浓度大幅下降。初级生产力增加和富营养化加剧了全球范围海洋死区的形成，对生态系统功能造成严重破坏[61]。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个海岸带缺氧区，覆盖面积超过245,000 KM2 [49, 62]，已报道的出现缺氧的海岸带地区的数量正在呈每年5.54%的指数速率增长[63]。近年来，缺氧区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的海岸带和河口地区，未来最大的缺氧区预计在南亚和东亚地区[64, 65]。目前海岸带生态系统缺氧区的扩张主要是由全球变暖以及从陆地和大气输入的营养物增多造成的[66]，如果缺乏细致的海陆管理，人口增长和进一步的海岸带城镇化也会加剧海岸带的缺氧[49]。通过改变食物网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缺氧可以直接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和功能。

营养物负荷的增加还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盐碱地流失、对干扰的敏感性增加、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丧失[67]。目前全球大部分河口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已处于过度开发与受威胁状态，人类活动对它们的破坏与日俱增，约50%的盐碱地、35%的红树林、30%的珊瑚礁和29%的海草生态系统已经消失或严重退化[68]，大量输入的营养盐是一个主要原因[69-72]。

2.4塑料垃圾

海洋垃圾日益成为一个环境问题，在表层海水、海底和海岸带广泛分布[62, 73-75]。大部分垃圾是塑料制品(约75%)，其他垃圾如玻璃和金属类只占海洋垃圾的一小部分。大块的垃圾碎片逐渐破碎成更小的碎片（称为微型塑料），广泛分布于海洋表层水体、沉积物和生物群落中[76-78]。即使明天停止向海洋增加新的塑料碎片，因为大块塑料的破碎，微型塑料的数量还是会持续增加[76]。已经有很多摄食塑料碎片带来人身伤害的报道，已知有将近700个物种会遭遇海洋垃圾的伤害[79]。摄食微型塑料会带来潜在的身体和毒性效应[80, 81]，塑料碎片会给生物群落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带来潜在影响[82]。所有海洋垃圾的碎片都源于陆地，解决海洋垃圾的问题，就应该保证塑料制品在使用完毕后能够在陆地上被妥善处置[62, 83, 84]。我们也需要改变生产、使用和处置塑料碎片的方式，尽可能地预防和规避塑料垃圾队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83, 84]。
2.5海洋酸化和珊瑚礁退化

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会导致溶解在浅层海水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反过来会导致海洋pH值降低，这就是所谓的海洋酸化过程[85]。富营养化与海洋表层缺氧和海水酸化有关，会增加海岸带海水对海洋酸化的敏感性[86]。ADDIN CNKISM.UserStyle
现代表层海水的pH值与工业化前相比已经平均降低了0.1个pH单位，除非人类排放二氧化碳能够大幅度消减，否则21世纪将会继续降低0.2-0.3个pH单位[49]。海洋酸化会降低海洋钙化动物(包括珊瑚和软体动物)贝壳和骨骼的生长，还会降低一些物种对热应力的耐受性[49]。海洋酸化和变暖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珊瑚礁白化和造礁能力降低[87]。

在所有的海洋栖息地中，海岸带和珊瑚礁生态系统提供了最为集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但是全世界的珊瑚在急剧减少，主要是由最近数十年来更为频繁、规模更大和持续时间更长的珊瑚礁白化事件导致的[88]。世界上珊瑚礁在退化，过去的30-50年消失了将近一半[89]。珊瑚礁白化是一种应力反应，通常是由各种局地或区域性的人类干扰活动造成的，包括气候变化、沉降、污染、破坏性捕鱼技术和过度捕鱼、过度开采礁石栖息地，而礁石栖息地可以保持最佳的造礁条件和控制大型藻生长[87, 90, 91]。
3未来研究展望
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强烈，在大时空尺度下对未来海洋化学性质变化的预测以及各种变化对于海洋资源影响的精确评估，已经成为海陆系统相互作用研究的重要科学挑战[49]。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变化引起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定量化研究亦成为重大科学问题[92]。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碳、氮、磷等元素地球化学循环的新模式，揭示城市化进程对海岸带富营养化及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机制。发展并应用新的分析工具来综合评估海洋政策的选择，把海洋和海岸带作为关键的自然资本进行深入的分析，明晰海洋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价值冲突和价值估算问题。发展应对海洋系统内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方法，并应用综合方法分析时空尺度效应以及蓝色经济大背景下贫穷、环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更好地调控营养物质的污染态势，氮、磷与其他有毒化学品(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之间的耦合作用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93]。作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发展中国家沿海区域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研究[9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等十余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科学组织陆续推出了多个海陆系统相互作用的科学计划，如UNEP的海洋生态系统单元、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计划和区域海洋计划，UNESCO政府间海洋科学委员会的海洋观测系统和数据系统，以及IGBP和IHDP共同发起的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计划(LOICZ)等。“未来地球(Future Earth)”将进一步整合这些科学计划，以推进海岸带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海岸带系统脆弱性和社会风险、海岸带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人类活动对入海流域及海岸带的环境影响、海岸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

海洋生态系统正经历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的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大部分扰动都与人类化石燃料燃烧、农业和工业活动紧密相关，未来几十年还会增加，给海洋生物量和海洋资源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以上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95]把保护海洋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列入第14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陆地活动对海洋的污染、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海水酸化、海岸带地区保护、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的可持续管理等几个分目标，关于海岸带地区的复杂问题涵盖了17项目标的大部分内容，共计60个分目标。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社会和海洋的关系是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96]，需要建立有效的海岸带与海洋联动的生态安全管理体制，确保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致谢：本文曾作为2015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海洋资源的生态系统管理研讨会的大会报告内容，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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